
 

 
教派问题安全化形塑 
中东地区格局 ∗ 

——以沙特阿拉伯外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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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的教派冲突不断加剧，尤其是沙特与

伊朗的地区性教派对抗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教派问题并不

会自动影响对外政策，只有当国家决策者将教派问题安全化才会影响对外政策。

沙特外交的激进化与教派问题安全化密切相关，由于国际和地区环境变化导致

沙特的不安全感加剧，促使其极力建构教派冲突的话语体系，为其推行强硬的

对外政策提供“正当”理由。沙特外交中的教派问题安全化分为四个步骤：建

构教派威胁的认知、传播教派威胁信息、促使受众相信存在教派威胁、推行应

对教派问题的对外政策。沙特通过强化宗教因素实施激进的对外政策，不仅强

化了政权合法性，而且巩固了其地区领导地位，进而扭转了其与伊朗“攻守失

衡”态势。但是，教派问题安全化使沙特深陷地区代理人战争的泥潭，而且教

派冲突的叙事极易助推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壮大，并威胁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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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教派矛盾不仅影响中东伊斯兰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且通

过跨国教派渗透影响国家间关系乃至地区格局。① 这也正如相关学者所言，

“一旦‘他者’成为政治—宗教话语的一部分，它将会以自上而下的过程渗

透至国家的各个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者’的叙事结构会从神学层面

扩展到政治、社会和经济等现实层面。”②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分歧已有 1 400 多年的历史。从宗教的角度看，

其矛盾的核心是围绕先知穆罕默德继承人（哈里发）产生方式的分歧。什叶

派主张从先知的直系亲属中产生，逊尼派主张从德才兼备者中推选产生。伴

随历史的演进，两大教派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教义学和教法学体系。尽管逊尼

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和斗争长期存在，但教派矛盾始终是权力斗争的伴生物和

附属品，其冲突的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近代以来尤其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教派矛盾曾出现日趋淡化的态势，甚至一度出现教派对话的局

面。但是，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以及中东地

区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导致中东政治中的教派矛盾不断被激化并放

大，并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③ 首先，1979 年伊

朗伊斯兰革命与教派矛盾的激化。什叶派占主体的伊朗“输出革命”的战略

对沙特阿拉伯（下文简称“沙特”）、伊拉克等海湾国家的逊尼派政权产生

强烈冲击，教派矛盾对伊朗与沙特、伊拉克等海湾国家关系的影响明显增强。

其次，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教派矛盾的新变化。在伊拉克战后政治重建过

程中，美国按照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的教派和族群结构进行分权，促

成了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的崛起，而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

① 包澄章、刘中民：《对中东变局以来中东教派主义的多维透视》，《西亚非洲》2015
年第 5 期，第 33 页。 

②  Naser Ghobadzdeh and Shahram Akbarzadeh, “Sectarianism and the Prevalence of 
‘Othering’ in Islamic Thought,”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6, No. 4, 2016, p. 700. 

③ 详见刘中民：《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97—3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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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什叶派政权影响的增强，被沙特、约旦等海湾国家视为“什叶派新月

地带”的崛起。再次，中东变局 ① 以来教派矛盾的新发展。在中东变局中，

教派矛盾突出表现在巴林、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的教派矛盾及其外溢导致

的地区性教派矛盾，这种矛盾一方面表现为以教派为标志的阵营分化尤其是

沙特与伊朗的对抗，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国家的教派矛盾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

演变为代理人之争，导致这些国家的问题更趋复杂，政治和解更加困难，同

时也对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分化、组合产生了重要影响。② 

中东的教派矛盾及其影响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主要观点大致可分为两

种类型。从本体主义者的角度看，教派矛盾是中东地区冲突的根源；从工具

主义者的角度看，物质权力和利益矛盾是推动教派冲突的深层原因。③ 这两

种观点分别从认同和权力的角度分析了教派矛盾，但本体主义很难解释历史

上逊尼派和什叶派曾经长期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事实，也无法解释逊尼派

国家的内部矛盾，如沙特与卡塔尔、土耳其的矛盾，即相同教派的国家之间

同样存在矛盾，甚至存在争夺同一教派领导权的斗争，而工具主义则难以解

释教派认同以及运用教派因素进行政治动员的动力机制。为了能够更加深入

地理解中东教派矛盾的本质及其运作机制，本文选取教派问题较为突出的沙

特为案例，引入安全化理论，揭示教派问题影响对外政策的根源在于教派问

题的安全化，以此透视中东教派矛盾的实质。本文的核心假设是，尽管教派

问题客观存在，但它并不会自动影响对外政策，只有当国家决策者将教派问

题视为安全威胁，并以此进行政治动员，教派问题才会影响对外政策。 

沙特作为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具有丰富的宗教传统和资源。在历史

上，为了确立沙特家族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权，穆罕默德·伊本·沙特

① 本文中的“中东变局”是指 2010 年底以来阿拉伯国家出现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以

及由此引发的地区动荡。它是继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70—80 年代的

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后发生的第三次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民众和政治反对派以推翻现政权

为目标的政治抗议是其典型表现形式，但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其性质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② 详见刘中民：《试析中东变局中的教派矛盾》，《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 年第 2

期，第 139—147 页。 
③ Helle Malmvig, “Coming in from the Cold: How We May Take Sectarian Identity Politics 

Seriously in the Middle East without Playing to the Tunes of Regional Power Elites,” 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 (POMEPS) Briefings 28: Studies 25: The Gulf’s Escalating 
Sectarianism, January 5, 2016,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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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hammad Ibn Saud）借助瓦哈比派扩张领土，确立了沙特家族在阿拉伯

半岛的统治权。 ①  瓦哈比派是根据其创始人瓦哈布（Muhammad Ibn 

Abd-al-Wahhab）的名字命名的，事实上它并非是与逊尼派、什叶派并列的

正统意义上的教派，它强调严格执行《古兰经》和圣训（先知穆罕默德言行

的记录），主张净化信仰，恪守宗教礼仪，因此其只是更加严格的逊尼派在

沙特的表现形式，并与沙特王室形成了政教联盟。② 

过去沙特外交一直较为低调、保守，追求地区均势与稳定，以实现地区

安全与国内稳定的有机统一。③ 但是，自中东变局以来尤其是 2015 年萨勒

曼就任沙特国王后，沙特外交日趋激进和强硬，并积极建构教派冲突的话语

体系，甚至将教派矛盾作为处理与地区国家关系的重要依据，教派因素成为

其介入巴林问题、叙利亚危机和也门内战等地区热点问题的重要考量。④ 

理解教派因素与沙特对外政策之间的内在关系，仅从地缘政治和地区力

量对比变化来观察是不够的。虽然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是沙特一改以往低调、

平衡的对外策略，转而采取激进外交的重要动因，但这并不能解释沙特在外

交政策中高度重视教派因素及其社会动员能力的机理。因而，有必要深入剖

析其背后的根源及其演进逻辑。2010 年中东变局爆发以来，学术界对沙特

对外政策中的教派因素有所讨论，并主要侧重沙特外交中教派因素的主要表

现，⑤ 但对教派因素如何影响沙特对外政策的分析相对笼统。因此，本文试

① 王铁铮、林松业：《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71 页。 
② 详见刘中民：《民族与宗教的互动：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研究》，时事出

版社 2010 年版，第 116—120 页。 
③ 王宇洁：《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6 页。 
④ 吴冰冰：《中东伊斯兰教派矛盾的新变化》，《西亚非洲》2012 年第 5 期，第 35—

44 页。 
⑤  主要研究成果参见：Toby Matthiesen, The Other Saudis: Shiism, Dissent and 

Sectari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Courtney Freer, “The Symbiosis of 
Sectarianism, Authoritarianism, and Rentierism in the Saudi State,”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19, No. 1, April, 2019, pp. 88-108; Madawi al-Rasheed, “Sectarianism as 
Counter–Revolution: Saudi Response to the Arab Spring,”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11, No. 3, December 2011, pp. 513-526; Mohammad Yaghi, “Media and Sec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Saudi Hegemony over Pan-Arab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Politics, Vol. 13, No. 1 & 2, 2017, pp. 39-56; Toby Matthiesen, “Sectarianism Comes Back to Bite 
Saudi Arabia,” 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 (POMEPS) Briefings 28: Studie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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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以中东变局中的教派矛盾和沙特外交变化为分析对象，从安全化理论入手

对沙特对外政策中的教派因素加以阐释，进而揭示沙特将教派问题视为安全

威胁，并以此进行政治动员，进而影响其对外政策的过程和结果，即教派问

题的安全化。这有助于客观认识中东地区教派矛盾加剧的根源、复杂过程和

影响，避免把中东地区格局中的权力斗争和利益矛盾简单归结为教派矛盾。 

 
二、沙特对教派问题进行安全化的背景分析 

 

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学者认为，安全

是基于对威胁的认知与判定而产生的一种政治选择与社会建构，安全问题是

通过主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叙述”出来的，行为主体为某个议题贴

上安全的标签，它就成为一个安全问题。① 换言之，安全依赖于“语言—行

动”这一核心叙事结构。因此，要理解沙特在中东变局后推动教派问题安全

化的内在逻辑，首先需要理解沙特编织教派话语的背景。 

（一）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沙同盟关系倒退 

操控影响中东地区冲突与合作的宗教意识形态对于美国处理地区关系、

谋求战略利益至关重要。②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以伊朗为核心的反美

国家被美国及其盟友视为“什叶派新月”力量，这促使美国力图在中东建立

和领导一个以教派划线的地区联盟体系，以此对伊朗进行遏制。③ 但是，在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为摆脱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泥潭和推行“亚太再平衡”

战略，美国开始谋求缓和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并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其

重要后果之一是美国与沙特的传统同盟关系倒退，导致两国战略分歧不断加

深，沙特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倾向逐渐增强。 

为减少中东地区对美国的掣肘，奥巴马政府开始“与中东地区包括伊朗

The Gulf’s Escalating Sectarianism, January 5, 2016, pp. 37-39。 
① [英国]巴里·布赞、[丹麦]奥利·维夫、[荷兰]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6 页。 
② Frederick M. Wehrey et al., Saudi-Iranian Relations Since the Fall of Saddam Rivalry, 

Cooper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09, p. 11. 
③ 吴冰冰：《中东伊斯兰教派矛盾的新变化》，第 38—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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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叙利亚在内的所有国家进行接触”①，奥巴马甚至多次表示美国愿与伊朗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尊重伊朗在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基础

上所拥有的和平利用核能权利。② 此外，奥巴马还呼吁沙特与伊朗能够“共

享”中东。③ 对沙特而言，美国对伊朗的妥协无异于“绥靖政策”。④ 在此

背景下，沙特开始致力于按照自己的意愿构建地区秩序，因为美国的变化使

沙特强化了“安全只能靠自己维护”⑤ 的认知。在沙特看来，正是美国的“战

略收缩”使沙特陷入伊朗领导的什叶派力量的包围中，美国应该对“什叶派

新月地带”的形成负责。⑥ 但是，美国却极力否认，甚至以中东地区教派矛

盾由来已久为其战略收缩开脱，⑦ 奥巴马政府甚至还指责沙特是引发地区教

派冲突的罪魁祸首。⑧ 为确保国内安全稳定和地区利益不受侵害，制造教派

矛盾和强化教派分歧自然成为沙特进行战略动员的重要手段。⑨ 

（二）中东变局以来教派矛盾激化的地区环境 

中东变局以来，教派因素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如

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动荡中的教派矛盾），而且充当了各派力量尤

其是地区大国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⑩ 正如格雷戈里·高斯（Gregory 

① Ben Feller, “Obama Sets Firm Withdrawal Timetable for Iraq,” Gazette, February 27, 
2009, https://gazette.com/news/obama-sets-firm-withdrawal-timetable-for-iraq/article_add219ed- 
5838-5839-ac02-071784ca624a.html. 

② 齐云平：《博弈大中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5 页。 
③ Jeffrey Goldberg, “The Obama Doctrine,” Atlantic, Vol. 317, No. 3, 2016, pp. 70-90. 
④ Richard J. Schmierer et al.,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and The Obama Doctrine,”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3, No. 2, 2016, p. 5. 
⑤ Martin Chulov, “Barack Obama Arrives in Saudi Arabia for Brief Visit with Upset Arab 

Ally,” Guardian, March 28,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mar/28/barack-obama 
-saudi-arabia-arab-ally. 

⑥  Geneive Abdo, The New Sectarianism: the Arab Uprisings and the Rebirth of the 
Shi’a–Sunni Divi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45. 

⑦ Nader Hashemi and Danny Postel, Sectarianization: Mapping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 

⑧ F. Gregory Gause III, “The Future of U.S.-Saudi Relations: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95, No.4, 2016, pp. 114-126. 

⑨ René Rieger, Saudi Arabia and the Arab Uprising: Nat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Responses, Cambridge: Gulf Research Center, 2014, p. 8. 

⑩ Geneive Abdo, “The New Sectarianism: The Arab Uprisings and the Rebirth of the 
Shi’a-Sunni Divide,” Analysis Paper No. 29, 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2013,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3/04 
/sunni%20shia%20abdo/sunni%20shia%20ab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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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se）所言，“教派问题对理解当前的地区冲突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① 

在国内层面，教派矛盾成为部分国家巩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中东

变局以来，中东国家政治无序和治理能力缺位给予教派认同以前所未有的政

治空间，导致教派在现有政治结构中的作用不断增强。② 一方面，教派身份

成为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尤其是统治阶层获取民众支持的重要基础。教派

作为一个集体倾向于通过教派叙事来区分“自我”与“他人”，以使自身行

动合法化和生存不受威胁。③ 另一方面，教派身份是各方势力获取外部支持

的重要手段。国内冲突各方以教派冲突名义呼吁地区力量介入，进而谋求自

身政治利益。④ 其中，叙利亚内战成为教派冲突的理想孵化器。叙利亚危机

在本质上并非教派冲突，但随着教派叙事在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实践中取

得成功，叙利亚迅速成为地区大国以教派为幌子谋求各自利益的角斗场。⑤ 

在地区层面，教派因素成为地区力量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中东变局

之后，该地区各教派力量的发展趋势形成鲜明对比，主要表现为逊尼派阵营

的“分化”与什叶派阵营的“进取”。⑥ 埃及作为传统逊尼派大国不断衰落，

沙特与土耳其围绕逊尼派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展开激烈斗争，这都是逊尼派阵

营进一步分化的体现。⑦ 另外，伊朗借中东变局之机，在“什叶派新月地带”

通过支持代理人不断扩大影响力。⑧ 在逊尼派力量看来，什叶派国家及其盟

友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四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的

首都。阿拉伯世界教派力量结构的变化使逊尼派力量倍感焦虑，甚至一度拒

① F. Gregory Gause III, “Beyond Sectarianism: The New Middle East Cold War,” Analysis 
Paper No.11, Doha Center,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22, 2014, p. 5. 

② Daniel Byman, “Sectarianism Afflicts the New Middle East,” Survival, Vol. 56, No. 1, 
2014, p. 95. 

③ Frederick M. Wehrey, Beyond Sunni and Shia: The Roots of Sectarianism in a Changing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4. 

④ Nader Hashemi and Danny Postel, Sectarianization: Mapping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38. 

⑤ Helle Malmvig, “Coming in from the Cold: How We May Take Sectarian Identity Politics 
Seriously in the Middle East without Playing to the Tunes of Regional Power Elites,” p. 9. 

⑥ Jeffrey Martini, Heather Williams, and William Young, The Future of Sectarian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7, p. 10. 

⑦ 详见刘中民、赵跃晨：《从相对疏离到权力竞逐——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争夺地区领

导权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8 期，第 39—61 页。 
⑧ Toby Matthiesen, Sectarian Gulf: Bahrain, Saudi Arabia, and the Arab Spring That 

Wasn’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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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参与教派斗争的逊尼派思想中心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也加入到教派纷争中，

并表现出对伊朗和什叶派的敌意。① 在此背景下，沙特和伊朗均利用热点问

题构建教派主义话语，并展开代理人竞争。② 

（三）沙特当局日益严重的政权不安全感 

在国际关系中，安全问题几乎都是“国家”层次的问题，也只能通过“国

家安全”的透镜来加以解读。③ 换言之，国家安全是绝对优先的政治话语，

而政权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又处于绝对核心的位置。中东变局以来，争取民主

权利的民众抗议浪潮和统治者维护政权安全的对立，④ 对包括沙特在内的阿

拉伯国家的政权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沙特是以逊尼派为主体的国家，什叶派人口所占的比例为 10%—15%

（约 320 万人），主要聚居在东方省，即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哈萨（Hasaa）、

卡提夫（Qatif）和加瓦尔（Ghawar）附近。1932 年沙特建国后，什叶派长

期受到歧视和限制，基本被排除在正常的政治参与之外。⑤ 受 1979 年伊朗

伊斯兰革命的影响，沙特什叶派举行了两次反对沙特王室政权的“东方省大

起义”。在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受伊拉克什叶派地位上升的影响，沙特

什叶派的权利意识更趋增强，而沙特政府则担心伊朗进行渗透而加强了对什

叶派的控制，致使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关系更加紧张。⑥ 

2011 年 2 月，在中东变局的影响下，沙特东方省什叶派争取权利的意识

再度高涨，并发起抗议活动，要求当局释放什叶派囚犯、提高什叶派待遇；

3 月 11 日，主张改革的逊尼派政治反对派与什叶派共同发起了“愤怒日”抗

议活动，抗议政府对民众权益的敷衍与漠视。⑦ 与此同时，邻国巴林的什叶

① Geneive Abdo, The New Sectarianism: The Arab Uprisings and the Rebirth of the 
Shi’a-Sunni Divi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45. 

② Giulio M. Gallarotti and IsamYahia Al-Filali, “Saudi Arabia’s Soft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9, No. 3&4, 2012, p. 215. 

③ Ole Wæver, “Security, the Speech Act-Analysing the Politics of a Word,” 2nd draf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search Training Seminar, Sostrup Manor, June 1989, p. 36. 

④  Geneive Abdo, The New Sectarianism: the Arab Uprisings and the Rebirth of the 
Shi’a–Sunni Divide, p. 4. 

⑤ 详见李意：《沙特什叶派与政府关系的流变》，《宗教与美国社会》2019 年第 1 期，

第 186—188 页。 
⑥ 王宇洁：《教派主义与中东政治》，《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 年第 4 期，第 36 页。 
⑦ Toby Matthiesen, Setarian Gulf: Bahrain, Saudi Arabia, and the Arab Spring That Was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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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抗议浪潮引发的教派骚乱进一步加剧了沙特政权的不安全感。① 在此背景

下，沙特军队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进入巴林，协助巴林逊尼派政权镇压骚乱，

但此举反而进一步刺激了沙特国内抗议活动的高涨，② 什叶派抗议者要求政

府必须进行变革，甚至呼吁建立君主立宪制。③ 伊朗则对此大加渲染，甚至

有媒体把该事件描述为伊朗“伊斯兰革命输出”的结果。④ 面对国内的什叶

派抗议和伊朗的推波助澜，政权不安全感日趋加剧的沙特把国内抗议活动归

结为什叶派骚乱和伊朗阴谋渗透的结果，进而通过建构什叶派的威胁进行战

略动员，为其强硬的内外政策提供正当性。 

 
三、沙特外交中的教派问题安全化：从威胁认知到政策应对 

 

安全化是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内，行为主体通过一定的言语和行动达

成主体间的理解，进而把某一事物确定为安全威胁，并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威

胁。⑤ 在教派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沙特有意通过“话语塑造”的方式强调

国家面临教派冲突的威胁，并借助多种途径和载体进行渲染，从而使民众接

受国家采取强硬的政策。 

（一）安全化的启动：建构教派威胁的认知 

安全化主体要对某一威胁进行安全化，受众的关注是决定安全化能否成

功启动的关键。面对什叶派和逊尼派反对派共同发起的抗议浪潮，沙特政府

和宗教学者均通过声明、文件和官方讲话等方式进行“话语塑造”，运用教

派矛盾的叙事结构把民众抗议浪潮界定为什叶派崛起及其暴力活动的产物，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8. 
① Raihan Ismail, Saudi Clerics and Shi’a Isl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204. 
② Ben Rich, “From Defense to Offense: Realist Shifts in Saudi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6, No. 3, 2019, p. 70. 
③ Toby Matthiesen, “A ‘Saudi Spring?’: The Shia Protest Movement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2011-2012,”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6, No. 4, 2012, pp. 634-635. 
④ Reza Ekhtiari Amiri, “Arab Spring: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for Ir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ocial Science, Vol. 2, No. 9, 2012, p. 1535. 
⑤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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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将民主压力转移到教派问题上。① 在沙特的官方政治话语体系中，什叶

派经常被置于“异端”地位，逊尼派宗教学者更是将什叶派描画为“危险的

骗子”和“伊斯兰教的敌人”。② 

在东方省什叶派抗议浪潮爆发后，沙特内政部于 2011 年 3 月 5 日发表

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重申抗议为非法活动并将严惩抗议者。③ 其具体做

法是将抗议活动描述为受外部什叶派力量支持的反政府活动，国家如不对什

叶派抗议活动进行干预，教派主义和地方主义、部落主义合流释放出的狂热

和暴力将把国家推向四分五裂的境地。④ 作为行使国家最高宗教权力的宗教

学者（乌莱玛）委员会也发布了一项“法特瓦”（宗教法令），从宗教法律

层面界定抗议运动的非法性，以此表达对沙特政府的支持。⑤ 尽管什叶派宗

教领袖不断重申抗议的目的仅限于争取什叶派的权益，无意破坏沙特统治家

族的权威，但在许多传统的逊尼派宗教人士看来，“任何地方的什叶派都是

瓦哈比派和沙特人的敌人。”⑥ 

（二）安全化的传播：放大教派矛盾的威胁 

第一，媒体宣传。中东变局爆发后，沙特政府利用各类媒体进行“话语

框定”，将逊尼派描绘成什叶派骚乱的“受害者”，以此影响民众形成对“什

叶派威胁”的共识。宗教卫星电视频道是沙特进行教派动员的主要阵地。2009

年沙特仅有 30 个宗教频道，但到 2014 年已增加至 95 个，其中 70 个为逊尼

派主导的频道。⑦ 在中东变局叙事中，以萨拉菲派 ① 的电视频道为主的沙

① Daniel Byman, “Sectarianism Afflicts the New Middle East,” Survival, Vol. 56, No. 1, 
2014, p. 86. 

② Bayan Perazzo, “Propaganda & Sectarianism: How the Saudi Government Stifles the 
Truth about Qatif,” Muftah, January 4, 2013, http://muftah.org/propaganda-sectarianism-how 
-the-saudi-government-stifles-the-truth-about-qatif/. 

③ Frederic M. Wehrey, Sectarian Politics in the Gulf: From the Iraq War to the Arab 
Uprising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82. 

④ Madawi al-Rasheed, “Sectarianism as Counter–Revolution: Saudi Response to the Arab 
Spring,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11, No. 3, 2011, pp. 520-522. 

⑤ Frederic M. Wehrey, Sectarian Politics in the Gulf: From the Iraq War to the Arab 
Uprisings, p. 182. 

⑥ Evangelos Venetis, The Struggle between Turkey and Saudi Arabia for the Leadership of 
Sunni Islam, Athens: Hellenic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and Foreign Policy, 2014, p. 6. 

⑦ Mohammad Yaghi, “Media and Sec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Saudi Hegemony over 
Pan-Arab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Politics, Vol. 13, No. 1 & 2, 2017,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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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媒体，纷纷将中东变局后的地区冲突解释为“伊朗试图通过扶植什叶派代

理人压缩逊尼派生存空间所致”。萨拉菲派的电视频道纷纷以“叛教者”“假

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的杀手”等恶毒字眼称谓什叶派，运用这些充满教

派仇恨色彩的宗教符号渲染“什叶派威胁”，甚至将什叶派和犹太人一起视

为“伊斯兰教的敌人”，而最终的解决方案则是“圣战”（见表 1）。 

 

表 1  沙特的萨拉菲派电视频道关于中东变局的叙事结构 

 
叙事主题 什叶派威胁 
问题定义 伊朗试图扶植什叶派代理人征服并统治逊尼派穆斯林 
因果关系 什叶派支持伊朗 

评价内容 

“叛教者” 
“假穆斯林” 
“比多神教徒更险恶” 
“与美国和以色列合作的叛徒” 
“把巴勒斯坦出卖给‘十字军’” 
“什叶派源自犹太教” 
“什叶派穆斯林比犹太人更危险” 
“比犹太人和基督徒更憎恨逊尼派” 
“逊尼派穆斯林的杀手” 

解决方案 “圣战” 
资料来源：Mohammad Yaghi, “Media and Sec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Saudi Hegemony over 
Pan-Arab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al Politics, Vol. 13, No. 1 & 2, 2017, 
p. 50. 

 

第二，宗教布道。伊斯兰教在沙特主要是瓦哈比派，而瓦哈比派对什叶

派持坚决反对的态度。② 根据瓦哈比派的传统，逊尼派信徒若接受什叶派为

①“萨拉菲”（Salafi），阿拉伯语原意为“祖先”，指主张遵循穆罕默德及其圣门弟子

时代纯净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群体，并非严格的宗教教派，其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分歧。作

为政治和社会思潮的萨拉菲主义（尊古主义），既有反对介入政治、专心宗教功修的“传统

萨拉菲主义”，也有主张和平参政的“政治萨拉菲主义”，还有主张通过发动暴力“圣战”

建立所谓“伊斯兰国家”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详见包澄章：《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

义》，《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 年第 6 期，第 111—114 页。 
②  Charles Kurzman, Modernist Islam, 1840-1940: A Sourceboo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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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伊斯兰教派，他们将被逐出教门。① 随着东方省什叶派抗议活动的爆

发，沙特宗教机构迅速宣布抗议活动是什叶派发起的反伊斯兰活动并加以谴

责。② 沙特宗教团体和学者主要采取布道、宣言、训诫等方式，宣扬以教派

分歧为基础的政治、价值观念，影响公众对“什叶派威胁”的看法。③ 此外，

沙特宗教团体还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渲染“什叶派威胁”，塑造逊尼派与

什叶派的阵营对抗，为其基于教派主义的对外政策寻求支持和同情。 

（三）受众：寻求教派主义的支持者 

在国内层面，在政府的大力宣传和宗教学者的引导下，沙特民众与政府

对“什叶派威胁”的认知很快形成“共识”。虔诚的萨拉菲派信徒更加坚定

地认为什叶派并非真正的穆斯林，只是伊朗对沙特进行渗透的“第五纵队”，

因此有必要打压什叶派穆斯林。曾经与什叶派一同进行抗议示威的自由派伊

斯兰力量也迅速与什叶派划清界限，转而支持政府的镇压政策，并呼吁加强

对煽动者的监视和惩罚。④ 可见通过反复的媒体宣传和宗教渲染，沙特政府

使多数民众承认了“什叶派的威胁”，尤其是什叶派核心国家伊朗对沙特的

严重威胁。2015 年 9 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沙特民众对伊朗地区政策的

看法极为负面，近一半沙特人对伊朗持“极其消极”态度，只有 12%的民众

预计未来几年两国关系会有所改善；沙特民众不仅警惕伊朗的地区政策，而

且对其地区“盟友”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和黎巴嫩真主党也持反感态度。⑤ 

在地区层面，沙特通过自己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引导其他国

家形成对“什叶派威胁”的认同，以此作为建立反伊朗阵营的思想基础。2012

年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Pew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的一项

①  Toby Matthiesen, The Other Saudis: Shiism, Dissent and Sectari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8. 

② Kylie Baxter and Kumuda Simps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 through the 
Arab Uprisings,”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Vol. 27, No. 2, 2015, p. 140. 

③ 参见刘中民：《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16—317 页。 

④ Frederic M. Wehrey, Sectarian Politics in the Gulf: From the Iraq War to the Arab 
Uprisings, pp. 174-175. 

⑤ David Pollock, “New Saudi Poll Shows Iran, Russia, United States, and ISIS are All 
Unpopular; Mixed Views on Others,” Washington Institute, October 22, 2015, https://www. 
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new-saudi-poll-shows-iran-russia-united-states-and-is
is-are-all-unpopu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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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调查显示，在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在那些什叶派占少数的阿拉伯国家中，

逊尼派穆斯林都认为什叶派不是穆斯林，至少有 40%的人不接受什叶派为穆

斯林；多数逊尼派穆斯林认为什叶派的宗教活动如参拜圣陵、为逝去的宗教

人物祈祷等为非法行为。① 2015 年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再次对中东五

国关于沙特与伊朗的好感度进行调查，无论是在逊尼派占大多数人口的约

旦、巴勒斯坦、土耳其，还是在逊尼派、什叶派与基督教混合的黎巴嫩，他

们对沙特的好感度均高于伊朗（见图 1）。② 

 

 
图 1  2015 年沙特和伊朗在部分中东国家的受欢迎程度 

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The Middle East’s Sectarian Divide on Views of Saudi Arabia, 
Iran,” January 7, 2016,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1/07/the-middle-easts- 
sectarian-divide-on-views-of-saudi-arabia-iran/。 

 

（四）应对：教派问题安全化在对外政策中的体现 

在政治方面，沙特致力于打击以伊朗为中心的什叶派阵营。沙特倚仗逊

尼派大国的身份，通过威胁、制裁和断交等手段打压异己力量，削弱和瓦解

伊朗的地区“统一战线”。为此，沙特将追随伊朗的黎巴嫩真主党以及长期

得到伊朗资助的巴勒斯坦哈马斯列入恐怖组织名单。③ 2016 年 1 月，沙特

①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World’s Muslims: Unity and Diversity, New York: Pew 
Research Center’s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2012, p. 9. 

② Helle Malmvig, “Power, Identity and Securitization in Middle East: Regional Order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9, No. 1, 2014, p. 146. 

③ 马晓霖：《“萨勒曼新政”与沙特内政外交走向》，《西亚非洲》201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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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死什叶派知名教士谢赫•尼米尔•尼米尔（Nimr al-Nimr），引发伊朗国内

冲击沙特驻伊朗使馆的事件，沙特随即与伊朗断交，同时迫使一批逊尼派阿

拉伯国家选边站队。① 2017 年 6 月 5 日，沙特以卡塔尔支持伊朗为由，领

导巴林、阿联酋和埃及等国家与卡塔尔断交，随后也门、利比亚、马尔代夫、

毛里求斯也宣布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在沙特后来提出的与卡塔尔恢复

外交关系的 13 项条件中，卡塔尔与伊朗断交是重要条件之一。 

在经济方面，沙特通过援助建立和强化反伊朗的国家阵营。作为中东地

区的“金主”，沙特力图通过金元外交将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培养成“亲沙

特、远伊朗”的国家。为了对埃及军方推翻与伊朗走近的穆斯林兄弟会政权

表示支持，沙特先后同阿联酋、科威特向埃及军政府提供了 160 亿美元的援

助。在埃及军方掌权后，沙特持续向埃及提供援助，换取埃及在参加打击也

门胡塞武装的联盟、孤立卡塔尔和遏制伊朗等方面的支持。伊拉克欠沙特

250 亿美元债务，但沙特表示如果伊拉克摆脱伊朗控制，沙特将豁免其大部

分债务。② 沙特还以资金援助为手段组建了排斥伊朗的 41 国“伊斯兰反恐

联盟”，还迫使也门、苏丹、约旦等国与伊朗断交或降级外交关系。③ 

在军事方面，沙特以武力干预打击伊朗的地区渗透。中东变局以来，沙

特开始以教派划线定义地区国家关系，频繁动用武力遏制伊朗势力的扩张。

2011 年 3 月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大力支持以逊

尼派为主的叙利亚反对派，旨在推翻与伊朗结盟的巴沙尔政权。④ 2015 年 3

月，沙特组织 10 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发动“果断风暴”行动，对得到伊朗

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沙特还在巴林、黎巴嫩、伊拉克等存在

第 13 页。 
① 廖百智：《进击的沙特：积极应对地区变局》，《现代国际关系》2017 年第 7 期，

第 5 页。同时，由于黎巴嫩未对沙特驻伊朗大使馆遭袭击事件表示谴责，沙特停止向黎巴嫩

提供价值 40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资金支持，参见 Ben Hubbard, “Saudis Cut off Funding for 
Military Aid to Lebano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9, 2016, http://www.nytimes.com/ 
2016/02/20/world/middleeast/saudis-cut-off-funding-for-military-aid-to-lebanon.html。 

② 赵建明：《中东变局后沙特外交理念与范式的新变化》，《西亚非洲》2015 年第 2
期，第 12 页。 

③ 马晓霖：《“萨勒曼新政”与沙特内政外交走向》，第 14 页。 
④ 陈翔、熊艳华：《沙特与伊朗在地区博弈中的代理人战略》，《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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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政治纷争和教派分歧的国家扶植代理人，进而与伊朗展开权力角逐。 

 
四、教派问题安全化对沙特外交及中东地区格局的影响评估 

 

安全化被理解为“一个离散的过程，一种在政治共同体内应对某种存在

性威胁的主体间理解借此得以建构”。① 政治家和决策者可利用语言去影响、

劝说甚至改变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受众对安全和威胁的看法和行为，使本

国所采取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合法化及正当化。中东变局后，沙特政权不断强

化教派因素在对外决策中的作用，不仅强化了政权的合法性，而且巩固了其

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但是，从政策成本和消极影响来看，沙

特的做法反而使其深陷地区代理人战争的泥潭，而且教派冲突的叙事结构极

易助推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壮大，并威胁沙特国家安全及中东地区政治稳定。 

（一）教派问题安全化对沙特的有利影响 

第一，教派问题安全化有利于维护沙特王室政权的稳定。国家统治者一

般都通过使民众集体感知“外部威胁”来增强国家的政治凝聚力。② 沙特政

府构建的一系列教派威胁的话语及其在对外政策中的实践，对确保沙特政权

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一方面，沙特通过教派问题安全化避免了国内逊尼

派和什叶派组成反对王室政权的抗议联盟。在中东变局爆发之际，要求变革

的逊尼派力量经常与什叶派宗教领袖举行会面，因为他们均认为沙特王室试

图分裂反对派，并计划联合举行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④ 为了挫败逊尼派和

什叶派反对派结盟，沙特王室刻意制造和激化逊尼派和什叶派抗议群体之间

的矛盾，以分化日趋联合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反对派。值得注意的是，在沙特

的反对派中，逊尼派反对派组织如“沙特伊斯兰运动改革运动”（Movement 

① [英国] 巴里·布赞、[丹麦]奥利·维夫著：《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

忠岐、孙霞、胡勇、郑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74 页。 
② Arthur A. Stein, “Conflict and Cohes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0 No. 1, 1976, pp. 143-164.  
③ Geneive Abdo, The New Sectarianism: The Arab Uprisings and the Rebirth of the 

Shi’a-Sunni Divide, pp. 144-145. 
④ Jon B. Alterman and William McCants, “Saudi Arabia: Islamists Rising and Falling,” in 

Jon B. Alterman, ed., Religious Radicalism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4, p.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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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slamic Reform in Saudi Arabia）和新成立的“逊尼派乌玛党”（Sunni Umma 

Party）等组织均在示威活动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沙特政府却将抗议活动爆

发的原因单方面归结于什叶派的崛起。① 此后，沙特政府对什叶派抗议活动

进行镇压，对什叶派抗议者进行逮捕，迅速引发了什叶派与逊尼派抗议群体

之间的分化。② 显然，沙特政府通过塑造“什叶派威胁”，使逊尼派和什叶

派无法联合起来形成跨教派的反对派。另一方面，沙特王室通过教派问题安

全化，一定程度上弥合了逊尼派内部自由派与传统派伊斯兰力量间的分歧。

沙特政府将国家不稳定的原因归结为什叶派伊朗的密谋和干涉，并通过强硬

的对外政策予以回应，有助于弥合逊尼派的内部分歧。特别是 2015 年沙特

对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国内自由派

与传统派伊斯兰力量的分歧，因为二者均认为也门内战是伊朗贪婪扩张的产

物，③ 双方均表示了对王室政权的效忠。④ 显然，沙特王室实施以教派矛盾

划线的对外政策，不仅有效回应了自由派伊斯兰力量对政权的批评，而且培

养了一种新的“国家民族主义”，有利于进一步巩固王室的统治根基。⑤ 

第二，教派问题安全化有利于巩固沙特的地区大国地位尤其是对逊尼派

国家的影响力。长期以来，借助“什叶派威胁”进行战略动员是沙特确立和

巩固对逊尼派国家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⑥ 沙特通常以经济援助和宗教宣传

为后盾，使其以教派划线的强硬对外政策获得大多数逊尼派国家支持。沙特

通过强调什叶派渗透对逊尼派国家政权安全的威胁，促使相关国家共同应对

什叶派崛起这一重大地区安全威胁。沙特通过建构教派矛盾和夸大什叶派影

响力，向周边海湾国家和其他阿拉伯君主国家发出强烈信号，即什叶派力量

① Madawi al-Rasheed, “Sectarianism as Counter–Revolution: Saudi Response to the Arab 
Spring,” pp. 519-520. 

② Madawi Al-Rasheed, “Saudi Regime Resilience after the 2011 Arab Popular Uprisings,” 
Contemporary Arab Affairs, Vol. 9, No. 1, 2016, p. 24. 

③ Ibid., p. 11. 
④ Frederick M. Wehrey, Beyond Sunni and Shia: The Roots of Sectarianism in a Changing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5. 
⑤ Madawi Al-Rasheed, “Saudi Regime Resilience after the 2011 Arab Popular Uprisings,” p. 

24. 
⑥ Marc Lynch, “Why Saudi Arabia Escalated the Middle East’s Sectarian Conflict,” 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 (POMEPS) Briefings 28: Studies 25: The Gulf’s 
Escalating Sectarianism, January 5, 2016,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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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崛起和扩张将侵蚀逊尼派的势力范围，甚至直接威胁相关国家的统治。① 

沙特领导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主要由逊尼派国家组成的“伊斯兰反恐联盟”、

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联盟都是其应对地区热点问题的重要平台。当然，

金元援助外交成为沙特在外交政策中推行教派问题安全化的重要基础，埃及

等国家并非心甘情愿从教派出发追随沙特，而是经济上对沙特的依赖所致。 

在应对伊朗的地区扩张方面，沙特扭转了中东变局初期与伊朗博弈的

“攻守失衡”态势。当时，伊朗作为地区强国不断在阿拉伯世界扩大自身影

响力。沙特则不断强化“什叶派威胁”，鼓吹伊朗正在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秩

序，旨在增强沙特在中东地区的权力，进而削弱伊朗的影响力。② 在此过程

中，许多阿拉伯国家跟随沙特采取相应的外交政策，反制伊朗在阿拉伯世界

的影响。例如，在 2016 年沙特与伊朗断交后，许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或与

伊朗断交，或降低外交关系等级，或抨击伊朗干涉阿拉伯事务。此外，沙特

通过塑造伊朗“什叶派威胁”组建遏制伊朗联盟的政策，与美国特朗普政府

遏制伊朗的中东战略相配合，通过巩固美沙同盟关系极大提高了沙特的地区

大国地位。特朗普访问沙特，并出席美国与伊斯兰国家峰会（实际参加峰会

的都是逊尼派国家），都提高了沙特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 

（二）教派问题安全化对沙特的不利影响 

在短期内，推行教派问题安全化对沙特维护政权稳定、巩固地区领导权

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沙特付出的代价也异常沉重，并使其面临诸多的战略压

力和巨大风险，同时也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沙特

与伊朗日趋固化和不断升级的对抗，极大地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第一，支持代理人的策略加剧了沙特的财政负担。以也门的代理人战争

为例，与伊朗仅向胡塞武装提供有限的物资援助但并不直接参战相比，沙特

每月在也门战场上的花费超过 60 亿美元。③ 此外，沙特在叙利亚、黎巴嫩、

① Madawi Al-Rasheed, “Sectarianism as Counter–Revolution: Saudi Response to the Arab 
Spring,” p. 514. 

② Simon Mabon, “Muting the Trumpets of Sabotage: Saudi Arabia, the US and the Quest to 
Securitize Iran,”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5, No. 5, 2018, p. 742. 

③ Dilip Hiro, Cold War in the Islamic World: Saudi Arabia, Iran and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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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等国扶植代理人的投入，也加剧了沙特的财政困难。① 2017 年，沙

特的军事支出和其他安全支出占其 GDP 的 11.3%，这对于正在进行经济转

型的沙特来说是巨大的负担。② 

第二，基于教派划线的激进外交使沙特处于地区冲突的“风暴眼”，甚

至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沙特咄咄逼人的教派主义政策使其与伊朗的结构性

矛盾更加不可调和。沙特和伊朗均通过资助对方国内的少数教派或族群增加

各自的赌注，进而使双方的对抗呈螺旋式上升。③ 同时，沙特以教派矛盾名

义频繁干涉他国内政的举措，不仅引起了相关国家不满，而且破坏了海湾合

作委员会的团结。例如，沙特与卡塔尔断交的重要原因在于卡塔尔与伊朗关

系暧昧，但卡塔尔断交危机严重破坏了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一体化进程，而且

也未能实现令卡塔尔屈服的目标。更为严重和尴尬的是，打击也门胡塞武装

的战争已使沙特陷入既无法取胜，又无颜面撤兵的困境；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的巨大投入使沙特付出沉重代价，但却未能实现颠覆巴沙尔政权的目标。 

第三，教派问题安全化有利于伊斯兰极端势力借教派矛盾寻求发展，并

对沙特自身构成安全威胁。在思想层面，沙特构建教派对立的话语体系极易

引发民众同情极端分子，因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也以逊尼派代言人自

居，并不断强调什叶派的现实威胁，进而扩大其社会基础。④ 沙特政府大力

鼓吹“什叶派威胁论”和“逊尼派受害论”，极易从宗教领域扩展至政治、

经济和社会领域，引发逊尼派穆斯林与极端分子的思想共振和情感共鸣，形

成有利于极端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土壤。⑤ 当教派对立的仇恨情绪被广泛接受

① 刘中民、王然：《沙特的石油不减产政策与国际能源新格局》，《现代国际关系》2016
年第 5 期，第 60 页。 

② 参见 Anthony H. Cordesman, Military Spending: The Other Side of Saudi Securit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13, 2018, p. 7, https://www.csis.org/analysis 
/military- spending-other-side-saudi-security。此外，为笼络逊尼派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追随自己

遏制伊朗，沙特在亚洲和非洲向伊斯兰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③ 例如，伊朗支持沙特东部省的什叶派，而沙特则选择为伊朗的俾路支省逊尼派反叛力

量提供支持。参见 Jeffrey Martini, Heather Williams, and William Young, The Future of Sectarian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7, p. 10。 

④ 刘中民、俞海杰：《“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西亚非洲》2016
年第 3 期，第 49—54 页。 

⑤  Naser Ghobadzdeh and Shahram Akbarzadeh, “Sectarianism and the Prevalence of 
‘Othering’ in Islamic Thought,”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6, No. 4, 2016, p.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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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暴力冲突会愈发不可避免，并增强极端组织招募追随者的能力。① 

在实践层面，教派问题安全化为极端组织挑拨教派仇恨提供了可乘之

机。中东变局后，沙特政府以“什叶派阴谋论”为由镇压什叶派抗议，刺激

了沙特国内教派矛盾的不断升级，无形中为极端势力利用教派矛盾寻求发展

创造了条件。自 2014 年“伊斯兰国”出现以来，沙特境内多次发生此类极

端组织袭击什叶派的事件，这无疑体现了极端组织利用沙特教派矛盾进一步

兴风作浪、扩大自身社会基础的策略。但是，极端组织不仅反对什叶派，也

把沙特政权作为反对和攻击的对象。“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称，“沙特试图使其民众世俗化，并最终摧毁伊斯兰教。”② 他

还敦促沙特公民推翻政府，这无疑对沙特政权合法性构成挑战。③ 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针对什叶派的攻击，以及其制造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不仅导致

沙特教派矛盾更趋复杂化和尖锐化，甚至进一步刺激了沙特的教派矛盾，也

严重威胁沙特的国家安全，使沙特自身也成为教派问题安全化的受害者。 

 
结 束 语 

 

中东变局以来，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导致沙特的不安全感不断加剧，

这促使沙特通过建立一整套教派矛盾的话语，为其实施强硬的对外政策提供

了合法性，但这也对其自身和中东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从理论与现

实两个角度来看，教派问题安全化研究具有以下意义和启示。 

在理论层面，以沙特外交为例，研究教派问题安全化，有助于丰富和拓

展安全化研究的内容，也有助于认识中东安全的复杂性，即安全化是教派问

题影响中东政治的重要途径，但教派问题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对抗。教派问题

安全化的过程、机制和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制造教派矛盾和强化教

① Frederick M. Wehrey, Beyond Sunni and Shia: The Roots of Sectarianism in a Changing 
Middle East, pp. 158-159. 

② Saudi Arabia: ISIS Leader Threatens Saudi Arabia in Latest Speech, MENA Report, 
August 30, 2018, https://search.proquest.com/docview/2097157484?accountid=13814. 

③ Toby Matthiesenm, “Sectarianism Comes Back to Bite Saudi Arabia,” 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 (POMEPS) Briefings 28: Studies 25: The Gulf’s Escalating 
Sectarianism, January 5, 2016,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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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分歧是沙特维护政权稳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教派矛盾因此成为安全

化的对象。二是沙特的对外政策主要通过制造“什叶派威胁”进行战略动员，

将伊朗及什叶派视为敌人和威胁，并以此解读和应对沙特国内的反对派抗

议，对外则通过支持代理人对抗伊朗的影响，甚至通过直接的军事干预打击

伊朗及其代理人。三是教派因素已成为沙特动员国内和地区力量对抗伊朗及

其盟友的重要手段，但长期强化教派矛盾不仅会严重消耗其长期积累的物质

力量，也不利于国家形象，同时还会加剧安全困境，并突出表现为教派认同

侵蚀国家认同、阻碍宗教温和化改革，为极端主义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从现实层面看，教派问题安全化有其意识形态基础，并且产生了加剧中

东地区分裂、对抗，破坏地区国家安全信任，诱发和加剧代理人战争等一系

列消极影响。首先，教派问题安全化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于教派主义，即宗教

和教派认同被政治化的过程，中东政治中的教派主义主要表现为许多国家统

治者的决策是基于教派关系对政治进行评估，即从教派角度进行战略决策，

根据教派关系制定自己的内政与外交政策。① 其次，教派问题安全化对中东

地区国际关系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它一方面导致许多国家内部的教派和

族群矛盾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不仅加剧了沙特和伊朗的教派化阵营对抗，也

加剧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分裂。教派问题安全化还严重破坏和侵蚀中东国

家之间的安全信任基础，使地区秩序重建更加困难。基于教派主义意识形态

的安全认知，地区国家普遍高度关注其他国家的安全动向，② 进而导致国内

安全与地区安全的扭曲式互动，并以对内加强防范和军备建设、对外进行干

预和渗透的方式进行反应，进而导致地区议程过度安全化。此外，教派矛盾

和教派主义也为极端主义的滋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伊斯兰国”等极端组

织也正是通过利用和制造教派矛盾不断扩大其社会基础，进而使教派主义沦

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极力运用的主要政治工具。 

[责任编辑：石晨霞] 

① Toby Matthiesen, Sectarian Gulf: Bahrain, Saudi Arabia, and the Arab Spring That 
Wasn’t, pp. xii-xiii. 

② David Lake,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 A Systems Approach,” in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organ, eds.,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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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s the growth of China’s high-tech giant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ies as a grave threat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eeks to build a Western 
alliance to impede the growth of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Washington’s 
unilateral techno-nationalism is eroding the foundation of China-U.S. relations, 
weakening the world economic momentum, and undermining global strategic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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